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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老師、兩位陳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有機會來參加這個

非常有意義的論壇。我非常訝異台灣有這樣的學府，會注意到曼德拉逝世一週

年的紀念。對於一個被世界現實政治孤立的台灣來講，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

是從價值層面突破。所以，無法加入聯合國無妨，但是要嚮往普遍的、進步的

價值。我們不用去支付在聯合國遊說的費用，但是可以站在價值面，藉由反省

曼德拉一生的事蹟、行為，去思考他給我們的一些教訓，讓台灣可以脫離政治

孤立，在精神面跟價值連結。所以，我覺得非常高興。

說起來很意外的，台灣雖然是在國際政治上受困的國家，但是我們與南非

民主人士有不少聯繫。以我個人來講，大約 2006或 2007年開始，就先後與三
位南非轉型正義的政治功臣有過對談。第一位是「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

席屠圖主教（Desmond Mpilo Tutu）。2007年，我們在圓山飯店進行一場座談。
而同一場，我也與副主席 Alex Boraine對談。另外，在去年，有一個珍貴的機
會，與南非憲法法院大法官 Albie Sachs，針對轉型正義有過一次對談。各位知
道，Albie Sachs對南非的憲法有很重要的貢獻。然而，對我個人的南非歷程
來說，有位關鍵人物是完全錯過的，那就是曼德拉先生。所以對我而言，可以

利用今天這個機會來反省，在南非這個歷史性的政治大工程，即轉型正義的過

程中，我們心目中這位神秘的英雄人物，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意義是什

麼？我很感謝主辦單位給我這個機會，因為過去從來沒有把曼德拉與轉型正義

結合在一起。當我們提到南非的轉型正義，一般想到的就是屠圖等幾位，卻沒

想到曼德拉的角色會是什麼，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

我今天分大概三、四點向各位報告。首先我要提出一個討論的前提：一般

我們講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指的是什麼？一個社會從獨裁、威權政
體轉型成為一個民主政體的時候，就必須要處理在獨裁政權時代國家暴力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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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侵害。首先，必須把真相找出來，什麼人在什麼時間做了什麼事。其次，

必須要讓做壞事的人負起責任，必須要讓受害者得到補償，乃至心理上、情感

上的療癒。如果可能的話，也希望透過這樣一個互相對話的過程，讓獨裁政權

造成的社會分裂得到和解。最後，再把這一切轉化成教育材料，把這個價值傳

遞給下一代，告訴大家這種事情絕對不應該再發生。

以上所說，是轉型正義一個簡單的定義與內容。至於形態，我們在台灣習

慣說有兩個面向。一個是應然的：應該怎麼做、規範性的面向，是民主化價值

的面向。我們一般，所謂民主化是重新制憲、立憲、然後把過去分配不平均的

權力加以平均分配，明確地建立新的制度。這些是比較硬體的面向，民主化也

有軟體的工程，就是民主與人權價值。如果一個社會的人、公民缺乏民主人權

價值的信仰，則再怎麼樣建立制度都沒用，它會垮掉。所以必須深化民主價值，

這是很重要的工程。所以這是應然的層面。以南非為例，我們所熟知的轉型正

義大英雄屠圖主教，寫過一本書：《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讀這本書就會發

現，其中充滿道德的語言、宗教、哲學的概念，來敘述寬恕。另外像去年來的

Albie Sachs法官，他是一個法律學者，法律也是很應然的。所以，屠圖主教或
者 Albie Sachs法官他們都在應然面上作訴求。

可是，轉型正義是個政治工程。社會學有個概念，即社會動力學，把工程

的概念運用到社會或政府。從這個角度而言，轉型正義是一種有計畫的、用公

權力去推動的社會工程。所以，如果這是一種政治規劃，那就不只是道德，還

會有實然手段，其中就包含政治角力。你今天想這麼做，有人不讓你這麼做；

你今天想要清算過去，做了壞事的人不想讓人知道。他做了壞事也不承認，就

算被知道也不想被起訴。因此這裡就有兩種力量在競爭，即民主派與舊政權裡

的菁英。對於舊政權時代所做的人權侵害，我們要清算到什麼程度，要怎麼做

等等，不是只是嘴巴講講說笑而已，它背後是政治角力。要是民主派的實力不

夠強，根本推不動。各位在台灣就看得比較清楚，國民黨現在還在用黨產選舉，

這就表示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的民主力量，沒有強到可以把國民黨過去「轉型不

義」（吳豪人老師的概念）的地方改造過來。這是政治的部份。所以轉型正義

不是只是道德說理，同時也包含政治權力這個角度。沒有權力作為支撐，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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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我們想要的民主價值。

我想從這個角度切入，談作為政治的轉型正義，也就是比較庸俗、骯髒的

部份。我們可以看到，轉型正義體現了政治的精華，就是最高貴跟最醜陋的部

份，或者最現實的部份。政治要講高貴的理想，卻沒有實力作為支撐的話，就

推不動。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溫良恭儉讓」，某種程度上這

是對的。

所以，我想從「作為政治的轉型正義」這樣的角度，來看看曼德拉扮演的

角色是什麼。為什麼要這樣講？我們紀念他，對他非常的推崇，認為他是世界

級的偉人。沒有錯，他當然是第三波民主裡最著名的世界領導人，甚至超過哈

維爾。不過我們今天不是來談英雄，也不是來造神，而是要還原曼德拉最原初

的角色。其實很多曼德拉的傳記作者，甚至曼德拉本人在晚年時，都曾經抱怨

過一件事情：「曼德拉神話有很大一部份是被美國媒體創造出來的。」美國媒

體把他搞成一個無害的、道德性的人物。可是，曼德拉其實是一位強悍的政治

人物。首先，他是一個革命家，創立了南非國民議會的武裝部隊「民族之矛」，

準備隨時要以武力推翻政權，一生都在抵抗、在鬥爭。他不是一個溫良恭儉讓

的道德性人物。他在政治事業的後期，判斷局勢之後，採取了極高明的策略，

達到基本上沒有暴力的政權轉移。我們不要從神的角度去看他，而是要從一個

政治領導人，一個政治行動者的角度去理解他。

我必須先向各位抱歉，我對曼德拉的背景、生平傳記還不夠熟。我比較熟

的是他剛擔任總統時出的這本自傳《漫漫自由路》，寫到 1993、1994年。但
是南非轉型正義所涉及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大概都發生在 1994、1995年間，所
以裡面的內情我比較不熟悉。後來的作品雖然討論到這些事情，但我還沒有機

會讀到。所以我會先從一個比較微觀（micro）的角度，與各位討論當時南非
推動轉型正義時面對的一些問題。最後我會以台灣的案例做為結束，也就是

說，一個歷史性的政治人物，或者行動者∕政治領導人，在面對特定的歷史情

境，在特定的機會結構中，有一定的選擇，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他基於什麼樣

的因素，做了什麼樣的決定，然後做了什麼行動，承擔什麼後果？從頭到尾，

我們會堅守一條重要的論證路線，亦即轉型正義作為一種政治，而政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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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行動，行動要有行動者，然後再觀察這個行動者。

作為政治的轉型正義，我們一般只看國內因素，比方說權力的競逐。事實

上，轉型正義總是包含兩個面向，一個是國內面向，最典型的就是逐漸興起的

民主派，和舊政權、威權政體的精英之間的角力。其實就我們所觀察到轉型正

義個案來說，大概除了二次大戰結束後，戰勝國對於德國納粹還有對於日本，

即紐倫堡大審與東京大審這兩個軍事審判，以及 1989年東西德統一，其實是
西德併了東德，可以看到相對比較徹底的清算之外，幾乎所有從獨裁轉型到民

主化過程的工程，都是協商的結果。也就是說，沒有一個民主派可以決定性的、

完全地把舊政權徹底打倒，徹底清算。大部分是民主派起來了，但是它的力量

不足。於是，雖然舊政權、軍事政權逐漸失去民心、被迫下台，但仍如百足之

蟲，死而不僵，猶掌握軍事、經濟力量，因此兩邊僵持不下。我們看到非常多

的個案，幾乎都是這種協商，新的民主派精英與舊的威權政體精英，兩邊互相

協商之後，得出一套轉型的方式，其中包含了如何處理過去國家暴力的問題，

所以一般是國內面向。台灣當然就是很典型的協商式民主，南韓也是。其他各

國，如拉丁美洲幾乎全部都是這個樣子。所以大家知道拉丁美洲很多著名的獨

裁者，其實並沒有受到真正的懲罰，這是因為軍事政權力量還是很強。所以，

為什麼說「轉型正義作為一種政治」，一個最重要的核心議題就是民主派與舊

政權精英的政治鬥爭及角力，這是實力的競逐。

除了國內外，其實還有一個國際的面向。為什麼轉型正義還要提國際呢？

轉型正義是國家暴力的問題；國家對於公民施加暴力，強迫他們做什麼或者剝

奪他們的權利、生命、財產。然而國家暴力常常起因於國際政治，比方說戰爭、

侵略，或者建立民主國家的過程中鎮壓異己之類。像台灣，日本人來，然後國

民黨來，每次一個新政權來就殺一次，於是類似問題一波一波出現。要解決轉

型正義，不是只靠國內兩派的角力，有時候還要看國內的人與國際局勢之間的

角力。比方說，大家知道南韓在 1980年代的光州事件，多半認為是軍人屠殺
民主運動的學生。然而事實上，那次屠殺事前得到在南韓的美國駐軍同意，他

們當時用飛機去炸學生，而飛機是在美軍基地起降的。但是，因為南韓在軍事

上依賴美國，所以沒有辦法去清算美軍在這次血案中的角色。另一個很有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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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是智利的阿葉德總統。他是第一個以民主選舉當選總統的社會主義者。

他後來被被 CIA搞倒，但你要怎麼去清算美國的 CIA？跨國去清算嗎？所以
說，轉型正義有時候會受到國際政治元素的影響。另一種因素，就是強大的跨

國資本力量，它會反對、限制一個國家轉型正義的強度。我們等一下會提到，

其實南非這兩個因素都有。

我們接下來看看南非轉型正義的政治過程。其實南非的轉型正義包含兩個

談判。南非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真相與和解」，什麼是「真相與和解」？簡單

講，用局部，特別的大赦來換取加害人講出自己做過的事情，目的是要用真相

來換取對你的不起訴或減刑。這個模式不對於加害者做系統性的全面起訴，而

是鼓勵加害者自己出來，承認自己的過錯，以此換取特赦。不論是屠圖，或者

很多學者、神學家、哲學家、宗教家，對這種妥協式的和解概念做了很多美化、

理論化、哲學化，讓人感覺非常崇高。但其背後，有一個實際的因素，就是非

洲國民議會這個民主派實力不夠，沒有辦法把整個國民黨政權徹底掃掉。

這個非常有名的政策，其實包含兩個談判：一個是公開的、大家比較熟悉，

而且最終達成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我們稱為在紐倫堡模式（徹底報復）

以及西班牙佛朗哥模式（徹底遺忘）之間的第三條路。大家津津樂道，認為這

是一個天才的設計。確實是有很多天才的地方，但我們要強調他背後的政治邏

輯，亦即因牽就政治實力而取得的妥協。

另外一個談判是秘密的，也是一種實力的對峙。有兩類，先談政治談判，

這是比較有名、公開的。大家知道，非洲國民會議的政治實力足以壓迫執政者

出來談判。大概從 1980年代開始，國民議會的力量已經足以在南非各地掀起
大大小小的，特別是小型的、區域的暴動，嚴重影響南非經濟各方面的發展，

因此導致 1980年代，南非國民黨政府開始想要與監獄裡頭的曼德拉談判。他
們談了將近十年。不過，國民議會並沒有辦法大到可以把南非國民黨打倒，然

後對於過去的加害者全面起訴。如果全面起訴，除了軍人或是南非國民黨的官

員、警察之外，媒體、法官、財界、商界幾乎全是共犯。所以，曼德拉在當時

就很坦白地講，南非國民黨控制所有的武器、軍隊、警察，我要怎麼跟他抗衡？

什麼都沒有！他也想到阿葉德的狀況。大家知道阿葉德勝選之後，想要進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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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進行很多社會主義的改革。當時美國中央情報局覺得這是赤化的開始，

於是就把他弄倒。後來大家知道，皮諾契特將軍起來，徹底地整肅左派與民主

派，殺了非常多人。曼德拉看到這些後果。即便在 1990年代，曼德拉獲釋，
開始掌握權力的時候，在選舉前有關軍方策劃政變的傳聞仍舊不斷。他當時判

斷說，如果現在硬搞革命，也許可以搞掉他們，但他們一定有能力反革命。所

以他當時做了一個決定，採取新的策略，我不要徹底起訴，但把他們拉攏進來

合作，進行政治的和解，讓這些人變成新制度裡的利害關係人。所以後來他就

用這個方法，與戴克拉克總統、南非國民黨，做了很多談判，讓他們進到和解

的體系裡。

Sachs法官在他的書裡面提到，當時戴克拉克總統試圖去說服南非白人與
軍隊、警察，支持政府與黑人合作的時候，曾經提出一個條件，即我們以後絕

對不起訴你們。所以當時是用這個換取舊勢力的合作，特別是國安警察。當時

各種跡象都看得出來，非洲國民議會應該會執政，當時的國安警察說，如果你

們要起訴我們的話，我們就撤回支持。這是一個政變的威脅，是一個政治的談

判。所以很明顯，當時國民議會雖然強大到可以讓國民黨贏不了選舉，但仍無

法推翻南非國民黨，曼德拉才做了這樣一個很政治的決斷。大家知道他原本是

個革命者，是民族之矛－也就是武裝部隊的創建者，但在這個時候，他做了調

整與選擇。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政治行動者在結構制約下，做出可能的選擇，

並且擔負起責任。

第二種談判，是經濟的談判。一般而言，這種談判外界比較不知道，在

後來出版的傳記中，才逐漸揭露。在政治談判上，曼德拉透過真相與和解委

員會，換得一部份的真相出土。但是經濟談判幾乎完全失敗。非洲國民議會

本來有經濟的轉型正義計畫，稱為「重建與發展計畫」（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RDP）。曼德拉原本要任命南非總工會代表來負責。
這個計畫解決什麼問題呢？大家知道，種族隔離政策不是只是政治權利的剝

奪，同時也是全面的、經濟上的剝奪，導致南非黑人族群的經濟全面破產。所

以他們是結構性的失業以及貧困。這種結構性問題若沒有用國家與公權力的力

量去矯正，因結構性種族歧視而導致貧困的黑人，將會永世不得翻身。南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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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必須先經過國家介入加以矯正，才有可能回復公平競爭的起點，所以國民

議會最早的政策是中間偏左的，希望建立一個比較像社會主義的政策。另外一

個方面，他們希望美國以及西方國家能提出像馬歇爾計畫那樣的方案來援助南

非，幫助南非重建，解決黑人結構性貧困的問題，結果都被拒絕了。當時蘇聯

瓦解，新自由主義當道。市場基本教義就是一切，國家什麼事情都不要過問，

一切讓市場力量去決定就好，這個主張當時是非常盛行的。西方國家因此拒絕

援助、拒絕提出馬歇爾計畫。

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當時南非一個白人的財團，向國際組織－如國

際貨幣基金會遊說，要求國際組織轉而向非洲國民議會施壓，不可以進行國

有化，不可以做財富重分配。在革命早期，南非的經濟幾乎全面掌握在礦業

能源複合體手中。在美國有軍事產業複合體，也就是軍火工業與其他相關

工業形成一個巨大的利益共同體。南非的礦產豐富，尤其是黃金與鑽石。所

以，以此為核心，變成一個巨大的集團。當時有一位鑽石大王，叫做 Harry 
Oppenheimer。這人很奇怪，他反對種族隔離，但也反對國家介入。所以很
有趣的是，他認為種族歧視是不對的，但國家介入調解市場、分配正義也

不對。曼德拉出獄後，有一整年的時間，常常與 Oppenheimer會面。所以
Oppenheimer就可以看到，最後曼德拉是在壓力下，於南非開發銀行進行秘密
談判，而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給的條件：我給你八億美元的貸款解決外匯完

全空虛的問題，但你們必須放棄所有重建計畫，接受新自由主義的路線。曼德

拉簽了。去年薩克斯法官來台灣時特別強調，什麼叫做轉型正義？除了政治人

權的修復之外，經濟人權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這我完全同意，在南非這兩者是

一體的。可是事實上，他沒有講出來的是，在這兩個面向裡，政治得到局部的

成功，而經濟卻徹底失敗。

提到政治行動，曼德拉並不是神，他是一個凡人，或者他最多只是一個小

神。最大的天神叫做宙斯，宙斯把他控制住，他最多只是一個普羅米修斯，被

綁在石頭上面。他想要解放南非黑人與經濟窮困，但徹底失敗，他晚年也承認

他的失敗。所以談到曼德拉的角色時，他並沒有直接介入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委員會裡許多的實際運作都是交給屠圖與其他人，但他在背後做了政治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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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成果是混雜的：在政治上，他達到某一種成功的妥協，

但在經濟上則是徹底失敗。

最後想跟大家談談台灣，畢竟我們不是盲目地崇拜任何一個神，我希望對

曼德拉的反省，對我們也有所幫助。所有人都是歷史性的存在，我們都偶然存

在某個地方、某個時空。所以今天從曼德拉的故事中得到一些教訓之後，也希

望這個教訓能夠協助我們在此時此地的行動。我們沒有辦法直接複製南非的經

驗，台灣跟南非有很多脈絡是不太一樣的。比方說，雖然兩邊都是協商式的轉

型，但是台灣的轉型比南非還要更糟糕。台灣的民主派連壓迫的能力都沒有，

只能壓迫國民黨裡面的改革派出來。台灣 90年代的那波轉型正義，終究是由
國民黨內部的改良主義者出來處理的。因此初期的轉型正義工程，帶有非常保

守而妥協的性格。這是第一個差異。第二個差異，是壓迫模式與社會的類型不

太一樣。國民黨在台灣的獨裁統治，早期仰賴大規模國家暴力。慢慢的，獨裁

統治日常化、官僚化以後，要靠什麼呢？不可能永遠靠國家暴力，於是就與本

地精英利益交換。所以吸收了非常多、大量的本地精英，形成廣泛的本土獨裁

共犯結構，台灣的本土社會因此分裂。因為大規模的國家暴力多數發生在國

民黨抵台初期，所以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熱情集中在早期的二二八事件與

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而對國民黨後期威權統治的態度，顯然就有很大的分
歧。為什麼？因為有一狗票台灣人是共犯，知道嗎？南非的種族隔離剛好是切

開的，所以比較好動員反對派，而且也比較容易辨識出加害者。台灣的加害者

很多來自國民黨內部，另外很多是地方人士，連家就是一個最明顯的加害者。

連震東在二二八當中扮演重要角色，可是又同時在操弄台灣人這個符碼 。所
以台灣的例子很複雜。

最後一個不同是知識界與公民社會。南非那個比較成功的政治和解，即

TRC的模式，並不是源於政治界，而是學界倡議，公民社會推動，形成強大
共識後來才變成政治選項。可是，台灣的學界與公民社會在民主轉型的初期，

也是社會熱情最強的時機，沒有辦法提出有效的系統性轉型正義的構想，對社

會進行教育、動員，然後對政治精英構成壓力。所以 90年代民主化的時候，
台灣的社會訴求集中在二二八等幾個特定的歷史事件，而沒有一個－我是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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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具遠見、系統性的論述，所以也沒有辦法把轉型正義、民主化、還有國

家的整合連結在一起討論。但是在南非，他們有完整的論述。在意識形態方面，

南非有一堆宗教性的意識型態，不管基督教或者民間宗教。南非有一個從非洲

民間宗教來的「Ubuntu」這個概念。「Ubuntu」的意思是大家都是一體的，所
以他們很容易克服仇恨而達到和解。台灣是世俗導向很強的社會，民間宗教的

世俗性也很強，大部分都是交易買賣式的信仰，而具超越性的信仰基礎就比較

薄弱，不太容易使用「Ubuntu」或者拉丁美洲天主教式的論述。除了長老教會
等例外，台灣宗教界沒有積極介入政治公民社會的傳統。台灣宗教界很保守，

各種教義裡公民意識的元素也很少，所以台灣的轉型正義是一種很世俗的事

物。但是，在世俗層面，台灣也沒有發展出動員力道強大的非宗教性論述，所

以這是台灣很糟、很困難的一面。南非在政治上得到相當成功，經濟是失敗的。

但台灣是連政治上都不算成功，這與我們的處境有很大的關係。

我簡單的提三點做為結論。首先，李登輝當時做了什麼選擇？大家知道，

日本人寫了一本書，書名為《虎口下的總統》。書中提到，李登輝依靠與一部

份的外省人合作而取得政權，因此他沒有實力去做轉型正義。他當時做了一個

妥協，就是處理受害者，而不處理加害者。所以，李登輝時代的轉型正義有非

常非常多的受害者出現，但沒有一個加害者。另一方面，李登輝決定保有並且

活用黨產，他把黨產交給劉泰英，繼續投資賺錢。李登輝對黨產完全採取經濟

學的、非倫理的態度，徹徹底底的實用主義。

陳水扁基本上延續李登輝的政策，但可能還更糟。為什麼？因為他一當選

就去拜訪總政戰部主任王昇。王昇將軍是國民黨時代，特別是 1970、1980年
代思想控制的一個重要頭子。所以陳水扁當選之後就去拜訪他，這個象徵意義

極大，讓他失去了最佳時機。陳水扁在 2006年後，貪瀆案爆發，失去政權的
正當性之後，為了操作民意，才開始進行各種轉型正義。但結果都是失敗的，

因為沒有社會支持，沒有正當性，人家把他本來應該很正當的行動，看成政治

鬥爭，於是就沒有社會支持，導致失敗、被污名化。

更弔詭的是馬英九後來做了什麼選擇？馬英九竟然把轉型正義這個概念全

部接收，變成轉型正義代表。但是轉型正義在他統治下變成一個空洞的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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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持續地利用黨產，並且開始脫產。名義上，他讓黨產脫離，或者轉移

到第三者，在法律上取得形式的正當性，用這個方式來保有黨產。

最後做一個結論，在這時候如何思考曼德拉與轉型正義的意義呢？你可以

看到，第三度政黨輪替的時機出現了。大家知道第一度是民進黨，接下來是馬

英九，現在可能會有第三度政黨輪替出現。這意味轉型正義另一個新的時機也

開始出現了、可能要來臨了。我說可能，不一定會來。然後，我們也可以看到

政治實力的對比開始改變。某種程度，轉型正義是一個繼續進行的社會共識，

似乎仍在形成，例如，大家都知道有黨產的問題。接著，特別是在新世代出現，

民主的熱情在二十年後重新湧現。

現在問題是什麼？事實上，在最艱困的時候，台灣的公民社會也從未停止

呼籲、主張應該推動轉型正義。我們透過很多基層的、一點點小的事情，不斷

在努力，從來沒有停過，而現在新的時機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歷史裂縫打開了

以後，當前政治領袖的政治意志與選擇又是怎麼樣呢？我不曉得台灣下一位君

王（Prince）會是哪位，這是他∕她要面對的問題，歷史會對他∕她進行考驗。

最後必須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最近一句流行的一句口

號－即「超越藍綠」。藍綠若純粹只是政治集團與意識型態之間相互對立的象

徵，我們是應該超越的。但如果藍綠這個概念底下包含了某些具體的、實質的

價值選擇，那我們應該仔細去看。例如綠比較主張人權、黨產要清算等。這些

問題雖然是由綠提出來，但不是屬於綠的，它是屬於民主公共價值。所以在談

藍綠超越這類空洞的口號之前，我們應該要思考，真正和解、真正超越，應該

要建立在普遍價值的超越，這樣才有辦法鞏固民主。否則的話，再一次的超越，

意味著再一次的把轉型正義的時機給超越掉了。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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